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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当前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而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却处于产业全球价值链（GVC）的低端位置，且面临长期被“锁定”在GVC低端环节的风险，探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就成为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本文从GVC驱动机制理论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的影响因素入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环节是当前影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的关键环节，其中R&D经费和人力资源投入强度对产业GVC升级具有不同作用；生产环节中技术效率和销售环节中利润率的提高同样有助于产业的GVC升级，但出口规模的扩大却不利于产业的GVC升级。本文还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例，对其GVC升级路径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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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s the focus of the present global industry competition，but Chi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s in the low-end status in global value chain (GVC), and facing the risk of lock-in effect in the long term.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s to study the upgrading in GVC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 China. By introducing the GVC driven mechanism theory, the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upgrading in the GVC of Chi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Then it takes an empirical analyzing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y using panel-data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R&D is the key activity, and the input-intensity of R&D and R&D’s human resource have different effects.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production and the profit margin in sales can promote the upgrading in the GVC of Chi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as well, but the export scale’s expansion will play an adverse role. Basing on the research it puts forward the path to upgrading in GVC by taking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s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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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产业政策，将战略性产业视为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也于2010年10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产业确定为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将成为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
在全球产业竞争中，随着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特征。长期以来，中国凭借丰裕廉价的劳动力要素禀赋，进行专业化的加工和装配等低附加值环节的活动，迅速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但是大量贸易顺差的背后却是低附加值、低盈利能力的不争事实。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中国制造业形成这种“低端锁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也将重复被边缘化的老路。
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中，虽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嵌入的程度远高于其他产业，但在GVC中的地位并不高，面临着长期被“锁定”在GVC低端环节的风险。以产品进出口贸易为例，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1080亿美元，其中进口5069亿美元，出口6012亿美元，但在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高达71.8%。此外，虽然就总体而言，我国高技术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处在顺差地位，但实际上其中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出口贸易呈现出逆差状态。2012年，航空航天技术进出口贸易逆差197.7亿美元、生物技术0.09亿美元、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264.28亿美元、材料技术14.65亿美元、光电技术190.39亿美元，而电子技术进出口贸易中的逆差甚至达到了1368.83亿美元。这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地位较低、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R&D环节的投入强度远不及发达国家，2009年，美国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为19.74%，而同期中国高技术产业仅为1.48%，2012年，这一比值也仅仅增长到1.68%。而作为产业科技研发直接成果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在2000-2012年的13年间未见上升趋势，且始终低于25%。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通过嵌入GVC带来的技术进步效果也不明显[1][2]，这主要是因为嵌入环节多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加工装配环节，产业核心技术多被发达国家掌握。可见，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GVC上处于低端位置且面临长期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风险。因此如何使中国战略性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摆脱“低端锁定”，沿着价值链跃迁，并能形成竞争优势，就成为了一个亟需探究的问题。
1.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相关研究和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两方面。
当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现状的研究，王海文[3]认为国际化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方向与过程，也是产业成长的动力与平台。陈立敏等[4]通过测算融入显示性技术附加值的产业技术高度水平指标得出了我国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存在巨大的“技术逆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弱，处于产业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结论；二是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进程中障碍的探究，姚宜等[5]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核心障碍是由产品附加值低、缺乏核心技术、企业规模小、国际竞争力弱、品牌缺乏等六个方面。此外，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也是影响我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风险[6]；三是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策略和路径的研究，柳卸林等[7]以光伏产业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其国际化发展的经验模式:深度的全球化、发挥制造优势、把握市场机遇、培育产业链并发挥集群优势、中央地方政府通力合作构筑技术平台。季开胜[8]认为国际合作是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合作模式主要包括产业联盟模式、产业集群模式和产业创新模式[9]。刘志彪等[10]则指出要推动产业的国际化，不能单一地关注如何融入和攀升全球价值链，更应注重并行的国内产业价值链的筑构。
已有的对于GVC的研究主要集中在GVC治理、驱动机制和产业GVC升级等三个方面。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11]将GVC治理模式按GVC上市场主体之间的内部协调能力从高到低分为层级型（Hierarchy）、领导型（Captive Value 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 Value Chains）、模块型（Modular Value Chains）和市场（Market）。GVC驱动机制主要分为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和混合型驱动三种动力机制，不同的驱动机制对应不同的GVC升级策略和内容[12]。而产业GVC升级主要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和跨链条升级等四个方面的升级[13]。Gereffi[14]认为这四种升级方式间存在内部规律，即产业的GVC升级普遍从工艺流程升级开始，依次完成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后，最终实现跨链条升级。此外，如按贸易方式区分，产业的GVC升级又可以描述为组装（OEA）—贴牌生产（OEM）—自主设计制造（ODM）—自主品牌制造（OBM）[15][14]。
近年对于产业GVC升级影响因素和路径的研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GVC内部机制，如GVC驱动模式等。产业在GVC升级中应遵循由其驱动机制所决定的价值链延伸方向[16]。黄启才[17]从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我国各战略新兴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进行了分析与探究。周春山等[18]以传统制造业为例，结合产业GVC的购买者驱动模式及产业发展状况，认为产业在GVC升级中应注重产品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的建设，并提出具体升级路径。另一类研究集中在产业企业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环节中的内部因素，如金融支持、研发能力、研发投入、技术水平、规模效率、产出水平、经营效益等。学者认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升级必须依赖于金融支持[19]；R&D强度对高技术产业的附加值率有较强正面影响而其分布广度则具有负面效应[20]；资本投入和新产品研发资金的投入有利于长三角地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而价格低廉的人力资本则是长三角产业嵌入GVC的主要优势[21]；戴翔[22]指出产业的“出口导向”特征并不利于产业的GVC升级，推动产业GVC升级有赖于加大国内市场对产业产品的需求量。
本文试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GVC驱动机制理论分析影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因素入手，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并据此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升级路径，以期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GVC升级提供重要参考。
2.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的驱动机制
由于GVC的本质是全球性的片断化生产分工网络，国家或地区主要依据其比较优势选择嵌入产业GVC上的某一环节，然而不同产业GVC各个环节的价值大小因该产业GVC驱动动力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一国对于GVC上战略环节的控制能力也就决定了其在这一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强弱。因而产业GVC升级的实质就在于在嵌入GVC的过程中，逐步从价值低的环节跃迁到价值更高的战略性环节中去，以较低成本获得相对高的价值回报，获得更大的价值创造（Value Create）。
根据动力来源的不同，GVC驱动机制可分为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和混合驱动三种模式[12]。生产者驱动是通过生产者投资推动市场需求，以形成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其战略环节在于研发和生产环节，以海外直接投资联系各个环节并形成垂直一体化的产业结构，如图1（a）；购买者驱动是指拥有技术、品牌优势或是广阔的国内市场，为满足自身巨大的市场需求通过全球采购等方式构建起的全球商品生产流通网络，其战略环节在于产品设计与营销环节，以外包网络连接各个环节并形成水平一体化的产业结构，如图1（b）；混合驱动则同时具备以上双重特征，其形成原因一是产业内各企业经营模式的差异，如IT行业，虽然行业公认的核心竞争力在于CPU及操作系统等技术环节，但戴尔等企业却将营销环节也作为企业经营的重中之重并取得良好成效；二是产业成长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部分产业在导入期和成长期，产业战略环节在于技术研发，但当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后，产业技术趋于成熟，产品设计和营销转变为产业发展的战略环节。由于混合驱动兼具两种驱动模式的特征，其价值增值曲线呈U型，即战略环节在于研发及产品设计、营销环节。如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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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驱动机制下的全球价值链[12]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多为高技术的新兴产业，在产业导入期和成长期多依赖于大量的产业资本以开展技术研发活动，并逐步完善生产环节形成规模经济以嵌入GVC中。而后进入成熟阶段，随着产业核心技术的成熟，产品设计和营销的重要性逐渐突显，商业资本的运用和外包网络的构建以及范围经济的实现将成为产业国际竞争中的重要筹码。结合产业GVC驱动机制理论，我们认为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属于混合驱动型。但由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大多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等领域，而更具有生产者驱动型的特征。
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发展状况良好，但存在发展高度集中、各产业发展失衡的问题，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仍旧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主导产业，而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及新能源汽车产业产业基础薄弱，发展较为缓慢[23]。当前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均处在产业生命周期中的导入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则处于成长期[24]。因此研发环节是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中的关键环节，各产业在关键环节中投入力度的大小则将直接影响产业成长及产业在GVC中的升级。此外，由于混合驱动机制下的GVC兼具生产者和购买者驱动模式的特征，在生产者驱动中规模经济是产业GVC的进入门槛，而在购买者驱动中范围经济为产业GVC的进入门槛且产业的发展以贸易为主线，因而生产环节中的生产技术水平和规模效率、销售环节中的销售利润及出口规模均为产业GVC升级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3.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在前文以GVC驱动机制理论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下文将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其加以实证分析，以判断各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的影响程度，并明确何种因素为当前阶段产业GVC升级中的关键性因素。
3.1样本选取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提出的时间尚短，对之进行全面观察和研究可能数据不足，但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来自高技术产业，两类产业无论是在概念、产业特征、发展脉络还是产业涵盖的具体领域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关性，所以在当前阶段，高技术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25]。为确保研究结果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本文通过比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与《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3）》，做出样本选择（如表1）。这8个战略性新兴行业涵盖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大部分内容，基本能够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的整体状况。
表1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比对结果
	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技术产业

	高效节能工业控制装置制造
环境保护监测仪器及电子设备制造
生物相关设备、仪器制造
卫星应用技术设备
	仪器仪表制造

	通信设备制造
	通信设备制造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高端计算机制造
	计算机整机制造
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

	广播电视设备及数字视听产品制造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视听设备制造

	基础电子元器件及器材制造
集成电路
	电子器件制造
电子元件制造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生物药品制造
	化学药品制造
中成药生产
生物药品制造

	生物医疗设备制造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航空器装备制造
卫星装备制造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3.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产业增加值率是一个衡量产业投入产出效益的综合指标，是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且产业增加值率越高，意味着产业附加值水平越高。而在GVC框架下的产业国际分工中，某一产业产品的附加值水平相比于最终产品技术含量的高低更能代表产业所处发展阶段的生产水平。因此，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产业增加值率来衡量产业GVC升级的状况。在解释变量方面，基于理论分析部分的结论，本文选取研发环节中的R&D经费投入强度、R&D人力资源投入强度，生产环节中的生产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及销售环节中的利润率和出口规模这六个指标，见表2。
表2   指标的选取及假设
	变量类型
	所处环节
	指标
	含义

	被解释变量
	
	产业增加值率（ADD）
	衡量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的状况。

	解释变量
	研发环节
	R&D经费投入强度（RDMD）

	RDMD越大，掌握核心技术可能性越大，将越有利于产业的GVC升级

	
	
	R&D人力资源投入强度（RDHR）
	RDHR与产业GVC升级正相关，但受人才质量影响

	
	生产环节
	技术效率（TE）
	TE越高，生产效率越高，将促进产业GVC升级

	
	
	规模效率（SC）
	SC越高，可形成产业规模经济，将推动产业GVC升级

	
	销售环节
	利润率（PM）
	PM与产业GVC升级正相关

	
	
	出口规模（EXP）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贸易以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主，EXP与产业GVC升级负相关



其中，产业增加值率（ADD）为产业增加值与总产值之比，R&D经费投入强度（RDMD）利用R&D活动中的经费支出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表示，R&D人力资源投入强度（RDHR）用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与产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值表示，利润率（PM）即销售利润率，出口规模（EXP）用出口交货值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表示。对于技术效率（TE）和规模效率（SC），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中的BCC模型对各产业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测算。其中，选取产业增加值作为总产出指标、新增固定资产和从业人数作为总投入指标，并以1990年为基期的工业企业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分别对产业增加值和新增固定资产值进行换算。最后使用DEAP2.1软件运算得出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其中，综合技术效率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之乘积。本文选取的技术效率指标为测算结果中考虑规模报酬变动的纯技术效率。
本文实证分析数据均来自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采用了2000-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各行业的相关统计数据，其中，2008-2011年各产业增加值数据是依据高技术产业司公布的各年产业增加值增长率计算所得。
3.3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选取的样本和指标，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取对数的操作后，构建如下基础方程：

方程中，i表示行业，t表示时间，为随机误差项。
3.4计算与结果分析
为避免面板数据回归伪回归，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选用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四种方法对所有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能够排除面板数据回归中的伪回归风险。而后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确定本文应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考虑到个体间存在同期相关性和异方差的可能性，故采用corss-section SUR加权方法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GLS）。对于系数协方差形式，采用White cross-section方法。回归结果如表3：
表3 模型检验结果（固定效应）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C
	-1.184535*
	-1.124706*
	-0.734986*
	-1.391592*
	-1.139174*
	-0.767139*

	lnRDMD
	0.096619*
	0.106362*
	0.070132*
	
	0.108833*
	0.075111*

	lnRDHR
	-0.096336*
	-0.090301*
	-0.071339*
	-0.055992*
	-0.084369*
	-0.061948*

	lnTE
	0.029755*
	0.020179*
	0.033153*
	0.034301*
	0.024586*
	0.034280*

	lnSC
	0.017861
	
	
	
	
	

	lnPM
	0.060810*
	0.060107*
	0.034354*
	0.048515*
	0.050343*
	0.028819*

	lnEXP
	-0.083997*
	-0.079668*
	-0.051605*
	-0.078513*
	-0.076987*
	-0.043763*

	lnADD(t-1)
	
	
	0.384976*
	
	
	0.384406*

	lnRDMD(t-1)
	
	
	
	0.024019*
	-0.004869
	-0.018025

	R-squared
	0.965736
	0.960835
	0.965062
	0.938290
	0.962525
	0.966108

	Adjusted R-squared
	0.960303
	0.955172
	0.959522
	0.929368
	0.956584
	0.9601250

	F-statistic
	177.7812
	169.6848
	174.2294
	105.1661
	162.0096
	164.9234

	Durbin-Watson stat.
	2.002149
	2.057303
	2.178716
	2.049011
	2.030710
	2.177605


注：*表示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由于本文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作了取对数处理，故回归系数值反映的是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弹性关系。模型（1）中研发、生产、营销三个环节的六个指标中除规模效率外都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有显著影响，且R&D经费投入强度的影响程度最大。其中，研发环节中的R&D经费投入强度每增加1%，产业增加值率将随之增长0.096619%；但R&D人力资源投入力度却与产业增加值率呈负相关关系，其原因可能在于参与R&D活动的人员质量不高，R&D人员数量增加造成的成本增长大于其对产业附加值的贡献。生产环节中的技术效率每提高1%，将会造成产业增加值率0.029755%的上升。在销售环节中，利润率每1%的增长，将带来增加值率0.060810%的提高；而出口规模每扩大1%，产业增加值率将下降0.083997%，出口规模对产业GVC升级的影响效果取决于产业嵌入GVC的地位，由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对外贸易中仍以低附加值低利润的加工贸易为主，因而出口规模的扩大会对其GVC升级产生负的影响。
为保证模型的自由度，故尝试剔除模型（1）中不显著的变量lnSC，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在剔除变量lnSC后，模型中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定。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率呈现出“高者恒高”的趋势，而由于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附加值率普遍偏低，要实现产业的GVC升级有一定难度。模型（4）回归结果表明前一期的R&D经费投入强度每增加1%，将带来当期产业增加值率0.024019%的增加，但这一影响明显小于当期R&D经费投入强度的影响。遂在模型（5）中同时对变量lnRDMD(t-1)、lnRDMD加以估计，结果显示当期R&D经费投入强度每增加1%将造成产业增加值率 0.108833%的提高，而变量lnRDMD(t-1)并不显著，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率主要受当期R&D经费投入强度的影响。进而模型（6）将lnADD（t-1）、lnRDMD(t-1)同时加入基础模型（2）中，lnRDMD(t-1)依然不显著，而其他变量与前五个模型中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太大变动，表明基础模型（2）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以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当期R&D经费投入强度为推动产业GVC升级的关键性因素，但R&D人力资源投入力度却由于人员质量不高等因素而对产业GVC升级造成阻碍作用。符合前文根据GVC驱动机制理论对当前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中关键环节及影响因素的猜想。第二，生产环节中的技术效率及销售环节中利润率的提高将推动产业GVC升级，但如若不改变产业对外贸易中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规模的扩大将阻碍产业的GVC升级。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率呈现“高者恒高”趋势，部分发展相对滞后的产业的GVC升级可能较为困难。
4.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
前文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中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论表明，现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GVC升级，关键在于无论研发还是生产环节，不仅要加大投入，更应该提升质量。下面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例，进一步探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GVC升级的合理化路径。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包括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电子核心基础产业、高端软件和新型信息技术服务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主导性产业。其中，电子核心基础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于同期工业平均水平2.1%，销售收入与利润分别高于同期工业平均水平2%和0.9%，是工业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在进出口方面，2012年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1868亿美元，手机、计算机和电视机产量占全球出货量的比重均超过50%。但就贸易方式而言，加工贸易所占比重高达71.1%，这意味着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对外贸易中仍以低附加值低利润的加工贸易为主，对产业核心技术方面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虽然总体状况如此，但由于近年来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涌现了如华为、联想、中兴等一系列具有自主研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占据着相对有利的地位，基于前文的结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GVC升级有一定优势。结合该产业发展特征，其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可概括性为：
（1）从工艺流程升级向产品升级过渡的路径。从考察具体产品零部件之间的工序出发，在各个零部件生产中将价值链的每个功能环节体现出来。即产品的每种零部件与最终产品一样，都包含的价值链中的每个功能环节，工艺升级向产品升级就意味着生产重点从增加值较小的产品简单加工组装，到一般零部件，再到增加值较高的核心零部件。这个路径对于部件体系比较庞大、生产工序较为复杂、零部件贸易比较集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来说是合适的。
（2）产品升级与功能升级相结合的二维升级路径。对于已掌握部分产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而言，价值链升级方向应当是在产品升级的同时，从价值链的生产环节向研发和营销环节、以及售后环节同时进行。这就要求企业一是要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加快技术研发成果的转化，加大在产品设计环节的投入，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换，如华为手机零部件业务的在产业GVC升级中先从通讯设备的零部件制造跃升至关键零部件制造、进而发展为手机整机设计制造甚至是手机软件的开发等等。二是要注重品牌的建设与销售渠道的开拓。优质品牌的打造是产业功能升级的有效途径而品牌壁垒的建设更是垄断GVC高端位置的重要保障。在销售渠道的开拓方面，一是可借鉴香港的历史经验，充分利用在建的上海自贸区进行国际贸易和营销；二是要重视国内市场需求的引致创新功能，以市场需求推动产品的升级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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